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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
慧，第一个让我们感到惊异的地方是，
它的内容不仅不贫乏，反而异乎寻常
的丰富，对于动物、植物、土地、山脉、
河流等自然现象都有系统的生态哲学
认识。事实上，不少当代西方生态哲学
流派和哲学家或者明确地吸收了中国
传统生态哲学智慧，或者独立地得出
了中国哲学已有的结论。如生态女性
主义吸收了道家的生态智慧，深生态
学吸收了《中庸》的生态哲学思想；而
罗尔斯顿的“人是大地的意识”则可谓
儒家“人者天地之心”的当代版。

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中国有生
态哲学？这怎么可能？生态哲学不是对
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产物吗？怎么可
能在农业文明中产生？这是传统生态
智慧第二个让我们惊异的地方。的确，
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但农业社会的
常识是要想收成好，就必须要善待土
地，让土地完善地发挥其生长万物的
性能；越是善待土地，越有好收成。在
农业社会中，人的生存以自然的生长
性能为基础，这在客观上要求把自然
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本性、能够自我生
长的有机体对待，所以，恰恰是农业社
会产生出并保持着对自然敬畏的态度
和感激的情感。敬畏和善待自然的态
度孕育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中国传
统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这个结论
在学术上已经得到确证。

中国生态智慧让我们感到惊异的
第三个地方是儒家、道家、道教、佛教
的生态思想都丰富，而以儒家最为系
统和条理化。长期以来，大家都知道儒
家是一种修齐治平的学问，讲究个人
修养和社会和谐，处理的是人和人的
关系；而生态属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不
会是儒家关注的重点。其实不然，儒家
主张，个人修养和社会和谐思想的基
础是人和自然的和谐，所以其思想中
自始至终包含着对于自然的生态维
度。同时，和道家、道教以及佛教相比
较，儒家的生态思想还有不偏不倚、公
允适中、积极奋进的特点，能够在社会
中得到推行，所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
文化的主流。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儒家的天人关系说是中国天人合
一论的主流，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应着力吸收的内容。儒家
的天作为自然界，并不是万物静态的
总和，也不是自然界此起彼伏的散乱
活动；而有质的规定性和方向。其规定
性是孕育和生长万物、“生生不息”。

《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
谓易”。《中庸》也说：“天地之道，一言
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
生物不测是神妙莫测地生长万物。自
然演化的方向是趋向于完善、和谐和
美丽。庄子说“天地有大美不言，四时
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说的是自然的美。《易传》的“乾道变
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说
的是万物的和谐。“乾道”也就是“天
道”。万物在天道变化的过程中获得自
己应有的本性与生命；保持天道运行
的和谐状态，对于天地万物来说，乃是
最为有利的。这种生生、和谐与美丽可
以说是宇宙的“合目的性”。所谓宇宙
的合目的性，是自然在其运行总过程
中呈现出来的趋向于完美、和谐的趋
势。合目的性具有本体意义，反映了世
界运行的可期待性，是事实，也是价
值。中国哲学的“天”，正是这种生生不
息的合目的性。当代生态学家约翰·布
鲁克纳所说自然中有一种“有机动
力”，罗尔斯顿所说生态系统中存在着

“美丽、稳定与完整”“朝向生命的趋
势”，这些都可说是自然的合目的性。

天人合一中的“人”，也不应是“蔽
于天而不知人”的消极、被动的人，而
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积极、主动的
人。厚德载物的“物”是天地万物的物，

“载”是承载和包容；厚德载物也表达
了一种天人观，即人与自然要和谐。所
以，天人合一的人是承担对于自然的
道德责任、与自然形成道德共同体的
人。《中庸》上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
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
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
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
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说，
德性至诚的人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本
性，实现自己的本性首先蕴涵着让他
人也都能实现自己的本性；让他人也
实现自己的本性又蕴涵着让天地万物
也都实现自己的本性。这就是说，人只
有首先让天地万物实现自己的本性，
然后让他人实现自己的本性，最后才
能实现自己的本性。做到这三点，才能
够帮助天地生长化育万物，才能够说
是一个与天地并列为三的顶天立地的
人。“赞”是“助”的意思，这里的人对于
自然是要帮助的。天地之大人犹有所
憾，对于所憾，儒家主张“延天佑人”，
即沿着自然发展的方向帮助自然、完
善自然，在这一过程中使人与自然相
适应，获得自然带来的利益，而不是把
自然作为敌人，勘天役物。这正是《易
传》所说的“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
之宜”。

了解了“天”和“人”后，就可以说
明“合”了。合至少有三种意义，最为基
本的是物理意义，即天地万物都是由
气构成的，人和自然之间通过气的相
通亦即物质与能量的交换而构成一

体。气凝聚形成人与物，人、物死亡后
气即消散复归于自然界，成为构成别
的人、物的材料。在这种一气流行的自
然观下，人和物没有截然隔断的界限，
所以是合一的、一体的。现代生态哲学
家利奥波德在他的《沙乡年鉴》中也提
倡这种观点，表明这一主张的章节甚
至被认为是现代生态哲学的“圣经”。
这种一气流行的自然观在中国哲学中
很常见，道家更鲜明，儒家也赞成。这
里所说的合，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合；更
具有本体意义的是儒家的“人为天地
之心”的合。

《礼记》云：“人者，天地之心也。”
唐代孔颖达解释说，人在天地之中，动
静应天地，就如同人身体中有心，动静
应人一样，所以说“人者天地之心”。三
国时王肃说，人在天地之间，如通五藏
之有心。人在各种生物之中是最为灵
明的，所以心乃是五藏中最为神圣的。
基于这些认识，张载明确指出：“天无
心，心都在人之心。”程颢、朱子也说：

“天地间非特人为至灵，自家心便是鸟
兽草木之心。”那么，这个天人共通的
心是什么？是仁。朱子认为，仁是天地
的生物之心，天地所生之物又“各得夫
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这表明，仁、天
地的生生之德、人心三者是贯通的、同
一的，都是仁。由此，生生由外在的天
地之德变成了内在的人心之德，人心
的生意与天地的生意是贯通的、同一
的。这种以“仁”为枢纽的天人合一观，
代表着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最高水
平，超出了深生态学的认识。若问天人
合一合于什么？答曰：合于仁；“仁”将
人与天地万物统摄起来，成为一体。我
们今天讲天人合一，一定要讲到这个
程度，才达到本体层面。天与人共有同
一个“仁”，所以程颢说，“天人本无二，
不必言合”。

无论是自然的合，还是本体的合，
都还有些“静态”的特点。比如在一气
贯通的一体中，人无论是否真的积极
地去“合”，裁成辅相自然之宜，参赞自
然之化育，天人都是一体的；甚至破坏
自然的时候仍是一体的，因为人永远
不可能超出自然界之外。人如果不积
极地把这个本体实现出来，明体达用，

由体到用，把仁推广到整个自然世界
中来，那么这个“仁”也不过是一个孤
寂无用的本体。所以，人心之仁作为本
体，一定要表现为珍爱万物生命、促进
万物生长的德性。这种主动的“合”也
就是前文说到的参赞化育，是中国文
化中人对待自然的方法论原则。

中和位育的方法论

“中和位育”语出《中庸》。其中说，
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普遍原
则，做到了中和，就可以使万物各得其
所，普遍生长。中和位育作为中国文化
对待自然的方法论原则，展开为对于
动物、植物、土地、山脉、河流等自然现
象的系统的保护理念和实践，其内涵
之丰富，远超当代深生态学。

当代生态哲学认为，历史地看，人
类的良知是不断进化的，得到良知道
德的对待的事物范围即所谓道德共
同体是不断扩大的。在中国哲学中，
道德共同体本来就包括整个自然界，
中和位育就是让自然界万物各尽其
性。从人来说，要用仁、恻隐之心对
待自然界；从物来说，则是承认自然
的本性，尊重其价值，维护其权利，使
其“尽性”。儒家哲学把这种生态智
慧表述为“德及禽兽”“恩至禽兽”

“泽及草木”“化及鸟兽”“顺物性命”
“恩及于土”“恩至于水”“恩及于金
石”“德至深泉”等。

让动植物“尽性”是为其生长提供
适宜的条件，让其完成自己的生命周
期。由于动植物的生命周期难以断定，
所以儒家通常的做法是让动植物完成
一个生长周期，即顺应春生、夏长、秋
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在秋冬季节进行
猎杀和砍伐。这叫做“时限”“时禁”或

“以时禁发”。
对于土地，儒家重视的是它生养

万物的本性。儒家把土地分为土、地、
壤、田四个层次。儒家辨析土地的目的
在于认识土地的生长本性，促使土地
实现其本性。

关于河流，儒家有如下命题，其一
是“国主山川”，认为名山大川主宰国
家的命运。其二是“川，气之导也，泽，

水之钟也”，把河流与自然的其他部分
视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认为河流
是导气的。“导气”用科学语言来说是
自然的循环。循环把人和自然联系起
来，是一个有生态哲学意味的概念。其
三是“水曰润下”，其四是“川竭国亡”。
前者说明了河流滋润大地的性质。古
人自觉地反对壅川，避免“河竭国亡”。
在现代科学中，山脉是惰性自然现象；
而在儒家哲学中，山属于地，地属于
土，是五行之一，所以山脉是一个活生
生的自然现象。它是气的凝聚、大化的
一个站点；同时又作为自然的一个环
节，与河流一样起着导气的作用。《周
易》说“山泽通气”。朱子解释道：“泽
气升于山，为云，为雨，是山通泽之气；
山之泉脉流于泽，为泉，为水，是泽通
山之气。是两个之气相通。”《礼记》说

“山川出云”，认为山川是天地通气的
“孔窍”，山脉具有含藏阴阳之气的性
能，气挥发出来，即可出云致雨。

在《逸周书》《礼记》等典籍中，动
物保护的政令与法律甚多，其中最为
系统的是《礼记·月令》。如孟春之月：

“牺牲毋用牝。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
飞鸟，毋麛毋卵。”郑玄认为，这是为了
防止“伤萌幼之类”。与此相同的规定
还出现在《吕氏春秋》中，这表明动物
保护的思想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目
前发现得最早的动物保护法律出现在
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种·田律》中，
西汉时期汉宣帝曾下令说：“前年夏，
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
县，翱翔而舞，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
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

近年考古学界在甘肃省敦煌悬
泉置汉代遗址发现的泥墙墨书《使者
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
中，也有不少保护动物的法令及对法
令的解释。

林木保护的政令，仍以《礼记·月
令》最为系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除
了政令外，历代还有一些保护林木的
法律，如《秦律十八种·田律》、居延汉
简等。《秦律十八种·田律》规定：“春二
月，毋敢伐材木山林……不夏月，毋敢
夜草为灰，取生荔……到七月而纵之。
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

用时。”
儒家对于土地的生态性管理是十

分重视的。《周礼》记载有“土宜之法”
“土会之法”“土化之法”等。“土宜之
法”是辨别十二个地方的不同物产，帮
助和教导人民定居、繁衍、从事农业和
种植树木，促使鸟兽繁殖、草木繁荣，
从而充分地发挥土地的作用。“土会之
法”是把地貌、地质分为山林、川泽、丘
陵、坟衍、原隰五类，辨别各种地质的
物产和那里的人民的特点。“土化之
法”是肥田的方法，其方法是用草木灰
改良土壤，确定适宜种植的植物。“草
人”负责这项工作。休耕是中国古代保
持土地肥力的一项重要措施，也叫“爰
田”“辕田”等。据《周礼》记载，官府授
田给百姓，“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
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不
易之地”不需要休耕，“一易之地”休、
耕间隔一年，“再易之地”休二耕一。此
外还有保留荒而不耕的草地的做法，
这对于维持生态平衡具有积极意义。

《月令》等典籍记载了一些关于水
域管理的政策和法令，反映了当时人
们对于保护水域的认识。《礼记·月令》
上说，仲春之月，不得竭川泽、漉陂池。
在秦代，水源保护已经成为了法律。秦
简《秦律十八种·田律》中也有“春二
月，毋敢……雍（壅）堤水”的条文。对
水资源管理保护的措施在汉代得到了
继承。据《汉书·儿宽传》记载，左内史
儿宽在管理水利设施时，曾经制定过
渠水分配措施“水令”，合理分配水源，
扩大灌溉面积，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
首个灌溉用水管理制度。

民胞物与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能够实现的精神向往和
追求，理想性的价值和理想性的事实
是统一的。天人合一是一个事实，也是
一个价值；它要求人通过参赞化育的
实践活动主动地与天“合一”。“民胞
物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都是儒家
的生态价值观。

“民胞物与”由宋代哲学家张载提
出，可谓天人合一的深化。他说：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
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共体；天地之
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
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
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
所以幼（其）〔吾〕幼。圣其合德，贤其
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
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
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
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
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
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
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富贵福泽，将
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
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照冯友兰所说，从“乾称父”到
“吾其性”确立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宇宙如同一个大家庭，天地为父母，
人为儿女；人承担道德责任，应把百
姓作为自己的同胞，万物作为自己的
朋友。冯友兰特别强调，文中的“吾”
指人，“其”指“宇宙”。所以，“吾”不仅
是社会中的一员，也是宇宙的一员，

“吾”所做的一切不仅具有道德意义，
而且具有超道德的境界意义。“知化
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中的

“其”，亦指宇宙天地万物，“继其志”
是继天之志，“述其事”是遵循继天之
事。天之志，亦是天之心，是化生万
物；“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之事，
亦是生化万物之事。所以，民胞物与
是参赞天地之化育，与天为一。

“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也是儒家的
生态价值观和精神境界。儒家主张在
功夫论、境界论上更为积极地做到与
物同体，而不是停留于道家的略显消
极被动的万物一气意义的同体。大程、
阳明都主张“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大程用感通、阳明用恻隐来做到与天
地万物为一体。《论语》中有“恕”，是推
己及人。孟子在论述仁政时说到把仁
心推及到行政上。推是道德心的扩展，
也是达到天人一体的功夫。理学家认
为，打破自身的躯体与外部世界的隔
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可以获得一种
超越世俗利害得失的精神愉悦，达到
人心和天地的贯通，这便是中国哲学
的境界思想。

在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中，天人合
一的自然观是生态本体论，中和位育
的方法论是生态功夫论和实践论，民
胞物与的价值观是生态实践所达到
的精神境界，这三个方面构成中国生
态哲学的大纲。当然，中国生态哲学
的丰富内容远远不限于这些方面。中
国生态思想在实践中的落实是十分
有效的。

几千年来，孕育和滋养了中华文
明的大地，至今仍能够进行耕种，养育
我们，便是它的有效性的有力明证。现
代科学把物作为纯客观存在，主张情
感中立才能得出关于对象的客观结
论。其实，物与人为一体的存在方式同
样是客观的，研究这样的物同样可以
得到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这是毋
须置疑的。关键是科学需要提升，达到
能够统摄物我的新水平，形成新科学，
而不是把人与物分离开来。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研究”
〈14ZDB005〉阶段性成果，作者系中央
党校督学组督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栏目主持：韩天琪

学术速递

孙小玲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将其道德学
说区分为法权与德性论两个部分，这一区
分一直是学界争议的问题。一些学者甚至
认为法权论是康德的实证法学，不属于道
德形而上学范畴。本文认为康德的法权论
综合了传统自然法理论与古典契约论的权
利学说，生而具有的法权同时是自然法规
定的正当与最为原初的权利，故而法权的
普遍原则与生而具有的法权互为蕴含，后
者的正当性则基于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
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建构的道德人
格理念。基于此一阅读，本文拒斥了对康德
法权（即其政治学说）的去道德化读解，同
时也批判了将法权论看成康德的道德定言
命令之单纯应用的传统解释，这一解释事
实上抹煞了康德在法权与德性之间的区
分，因此也就同时抹煞了他在政治与伦理
之间的区分。

———《法权论是否属于康德的道德形
而上学？———兼论康德在政治与道德之间
的区分》，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03期

王晓丽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于物联网生成的后熟人社会是陌生
人社会的道德资源，它使道德由熟人社会
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有了
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后熟人社会具有和
传统熟人社会相似的道德价值，通过明确
道德对象、持续社会舆论、连接道德与生活
重启“德—得”相通的道德运行机制，恢复
道德监督功能，激励人们向上向善。网络的
自发性、技术宰制等问题引发后熟人社会
道德监督功能实现中出现隐私侵犯、力量
滥用的倾向，提高个体责任意识、实现德法
共治是问题防范的有效途径。

———《大数据时代的道德监督功能》，
载《伦理学研究》，2019 年 03期

何卫华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创伤事件留下的各种“踪迹”使得创伤
叙事成为可能，此类叙事的功用不仅在于
其具有强大的疗治性功能，更在于其能够
烛照通往历史现场之曲径。近年来，创伤研
究已不再局限于个体性创伤及其修复，而
开始更多地聚焦于集体创伤。一旦集体创
伤在某种文化中得到确认，不仅会影响个
体对共同体的认同，同时还会影响共同体
的塑造、维护和巩固。由于蕴藏于其中的巨
大能量，集体创伤的表征因此必然是文化
建构的结果，众多的权力关系都会参与其
中。在剖析这一建构性的过程中，各种“他
者”遭受的创伤开始显影，创伤研究由此成
为批判殖民主义、父权制、战争、偏见和各
种不合理制度安排的重要力量。

———《创伤叙事的可能、建构性和功
用》，载《文艺理论研究》，2019 年 02期

李奇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

美国高校年度报告的制度变迁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主要呈现的是三种变迁
模式的特点。在把制度视为规则、组织、
信念和多维概念的基础上，研究结果显
示，规制变迁明确了法定报告的目的、内
容和形式；规范变迁增强了报告的科学
有效性；文化认知变迁突出了倾听学生
心声的重要性；强制性与自愿性的制度
格局有利于满足社会的多元需要，但也
增加了高校的成本负担。

———《美国高校年度报告的制度变
迁》，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 年
03 期

杨栋梁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日本研究院教授

明治维新是幕末民族危亡时期日本社
会的权力重组和权威重构。西方列强的侵
略威胁，不仅直接诱发了日本社会的尊王
攘夷浪潮，也深刻激化了国内政治矛盾，严
重冲击了幕藩体制和幕府权威。围绕开国
还是攘夷、佐幕还是倒幕等重大问题，幕
府、朝廷、地方实力派大名、下级武士等四
种势力之间的博弈波诡云谲，最终形成了
以尊王倒幕为核心的强藩联合，并通过“王
政复古”政变逼迫德川幕府退出历史舞台。
明治新政府内部的近代派与守旧派、近代
派中渐进派与激进派之间经过长期权力角
逐，逐步实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力重置、中央
集权体制的组织构建和社会阶级基础的根
本再造，加之法律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权威
形塑，确立了以近代天皇制为载体的绝对
权威。明治维新中权威的解构与重构，是在
国家权力重构的显在主线和以“顺天应人”
为依据的权威这一制约权力重构的潜在主
线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是通过政治路线上
明确治国理政的方针和途径，组织路线上

“纯化”寡头政治的构成，最后以立法形式
得以实现的。

———《权威重构与明治维新》，载《世界
历史》，2019 年 02期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生
态
智
慧

姻
乔
清
举

在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生态本体论，中和位育的
方法论是生态功夫论和实践论，民胞物与的价值观是生态实践所达到的精
神境界，这三个方面构成中国生态哲学的大纲。现代科学把物作为纯客观存
在，主张情感中立才能得出关于对象的客观结论。其实，物与人为一体的存
在方式同样是客观的，研究这样的物同样可以得到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
这是毋须置疑的。关键是科学需要提升，达到能够统摄物我的新水平，形成
新科学，而不是把人与物分离开来。


